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1 期

思想之歧與代際分野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北平黨務的再考察

王建偉

[提　 要] 　 1928 年 6 月國民黨在北平成為執政黨,北平市黨部開始公開活動。 理論上,北平市黨部

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北平的直屬機構,是開展黨務工作的組織載體,但其境遇則比較尷尬。 當時北

平行政格局錯綜複雜,閻錫山、馮玉祥、白崇禧等各派勢力在此盤根錯節,市黨部可資伸展的政治空

間比較狹窄。 黨部與政府的職能權責雖在制度上有明文規定,但在實際運行中邊界不易把控。 辦

黨者與辦政者之間相互獨立,互不統屬,各自利益更有重大分歧;新青年與舊官僚之間,不僅政治理

念迥異,更有無法避免的代際對立與爭奪。 國民黨高倡“以黨治國”,但在北平的政治生態中,市黨

部根本無法與地方軍政勢力抗衡,所謂的“黨治”亦呈現懸浮、虚擬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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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6 月,國民革命軍進駐京津,北伐結束,南京國民政府在北京確立統治,國民黨北京特

別市黨部成為地方政權體系的構成部分。①這一時期,北平的政治情勢與行政架構十分複雜,北平

特別市政府、北平政治分會、京津衛戍司令部等多方勢力在此聚集。 市黨部處在幾個權力機構的縫

隙之中,不僅與地方政府、軍隊有直接利益衝突,在執政理念上也有明顯分野。 一直到全面抗戰爆

發之前,北平都屬於國民黨政權統治的非中心區域,當地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國民黨北方

黨務發展的基本特徵,具有典型意義。 既往研究對此問題已有關注,但多集中在具體的事件上,尤
其是聚焦於當時的反日運動、工潮紛爭等,總體上還缺乏對北平黨務的綜合考察。②本文以南京國

民政府統治初期的北平市黨部為考察中心,通過梳理“辦黨者”與“辦政者”之間的矛盾衝突、新青

年與舊官僚之間的理念與利益爭奪,努力呈現北平黨政關係的多重樣貌與市黨部的生存境遇,以期

從更寬廣的維度探討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的政治體制與執政基礎。

一、縫隙中的黨務:北平市黨部的生存境遇

國民黨自清末同盟會時代開始,主要以長江、珠江流域為活動基地,在北方投入力量相對較少。
民國建立之後,國民黨在北京政府國會内部一度比較活躍,但主要在上層社會周旋,並未向基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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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延伸,黨務發展處於零星狀態。 進入 1920 年代之後,國民黨在北京的活動漸有起色。 孫中山調

整革命方略,國共合作政策確立之後,通過與共產黨人密切協作,國民黨北京黨務有了新的突破。
1924 年 4 月 20 日,作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的執行機關,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成

立。 該部直轄北京、直隸、山東、河南等共 15 個省區。 同年 7 月 14 日,丁惟汾與于樹德以國民黨北

京執行部常務委員身份召集選舉,在翠花胡同 8 號成立國民黨北京特别市黨部。③1924 年 10 月馮

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之後,孫中山北上,國民黨的“黨務”開始加速向北方擴展。 至 1926 年初國民黨

“二大”召開之際,在北京填報志願書的國民黨黨員人數約為 4,000 人,已領黨證者為 2,600 餘人。④

1926 年“三·一八”慘案發生之後,北京的政治環境日益緊張,北京特别市黨部由翠花胡同遷入東

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原俄國兵營之内。 不久之後,張作霖入主中樞,打出“反赤”旗幟,國民黨

在北京的活動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 1927 年 4 月國民黨厲行“清黨”之後,國共關係逐漸走向破

裂,共產黨人走入地下,國民黨在京組織及人員基本處於蟄伏狀態。⑤

1928 年 2 月,國民黨二届四中全會召開,國民黨中央决定各地各級黨部一律暫停活動,並派出

黨務指導委員,重組新的地方組織。 會後開啟新一輪黨務整理,由中央派出中執委或特派員分赴各

省市,主持“清黨”和重建地方黨部。 3 月 30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 124 次常務會議,通
過了中央組織部提名的北京市黨務指導委員人選:馬洗繁、王季高、梁子青、徐季吾、黄國楨、許超

遠、李樂三、李吉辰、黄如金。⑥

二届四中全會之後,國民革命軍啟動的“二次北伐”勢如破竹,1928 年 6 月初已兵臨北京城下,
原本控制京津的奉系軍隊退出,戰事大局已定。 6 日,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在湖南會館召開黨務公開

之後的第一次會議。⑦7 日,北京特别市黨部舉行正式成立會,設有組織、宣傳、訓練三個部門,推選

九位黨務指導委員,即為兩個多月前國民黨第 124 次中執委常務會議上中組部提出的人選。⑧

理論上,市黨部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北平的直屬機構,是黨務嵌入舊都的重要組織載體,但自

公開之日起,就未曾呈現一個完整的組織面貌,整體工作也顯得支離破碎。 九位指導委員雖經中央

任命,但一直未能全部到齊,馬洗繁因就任河北省政府秘書長,一直未到市黨部報到。 黄國楨、徐季

吾、梁子青三人也以“個人私事”為由自動去職。⑨李樂三也因病請假兩星期,以致“市指委會因環境

欠佳,工作無形停頓”⑩。 “其他各部,或以人才關係,或以經濟與環境關係,不能放手作去……最近

環境日趨惡劣,市黨部經濟竭蹶,四面楚歌。”􀃊􀁉􀁓

北平市黨部的尷尬境遇還體現在辦公用房問題上。 市黨部最初的辦公地點在宣武門外的湖南

會館,因空間狹小,房屋不足,以宣傳黨義更為便利為由,申請遷往西長安街財政部。 但警備司令張

蔭梧以財部諸多重要文件須加以特别保管為由表示,未奉長官命令以前,任何機關團體不得移入,
原計劃被迫擱淺。 後經閻錫山從中斡旋,將原教育部中院暫行作為黨部辦公處所。 實際上,此地也

不寬敞,但市黨部只能勉強為之。􀃊􀁉􀁔可以説,市黨部的出現不僅加劇了政治空間的擁擠,而且也加劇

了實體空間的擁擠。 辦公地點問題耗費了市黨部的很大精力,以至於對於一切黨務,“尚未能有具

體的工作之表現”􀃊􀁉􀁕。
外界輿論也將此視為黨部弱勢地位的一個典型例證,對此多加挖苦:“以一個至尊無上的堂堂

市黨部要找一所房子辦公,無論誰都想不到這是一件難事。 然而我們至尊無上的堂堂市黨部竟因

此到處碰武裝同志的釘子。 據他們武裝同志自己講,他們是只知道他們總司令的命令,而不認識你

是什麽市黨部的。 後來經同志們幾次的奔波,與什麽司令,什麽指揮的幾度懇求,我們的市黨部才

得佔有現在的地盤———從前的教育部,各機關中最狹小的一個,這在他們武裝同志們看起來,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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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他們的莫大的恩惠”􀃊􀁉􀁖。 市黨部的用房問題竟然成了社會新聞,連周作人都已經注意到了,“北
京市黨部成立好久,花了好幾天找官產房屋,到處碰釘子……以堂堂市黨部,在北京東奔西走,找不

到房子,這豈不是怪事”􀃊􀁉􀁗。 北洋舊人許寶蘅當時也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件事:“告商以市黨部欲佔用

財政部,請其囑警備司令部派人守衛,並及交通部、税務處。”􀃊􀁉􀁘

因不具備實際的行政權,市黨部在很多問題上都需要借助北平市政府的配合與協調。 以張貼

標語為例,原本是市黨部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方式,但卻遭到北平政治分會等機構的禁止。􀃊􀁉􀁙後來

經過與閻錫山以及北平警備司令張蔭梧的交涉疏通,只允許在黨部内部等地張貼。􀃊􀁉􀁚但在内容上需

有所取捨,“其範圍限於三民五權各項,其較為廣泛者,概行摒絶”,尤其是一些所謂可能傷害“友
邦”感情的標語被明確禁止。􀃊􀁉􀁛

北平市黨部的“弱勢”在北平總商會會長冷家驥事件上得到更充分的展現。 1928 年 11 月 13

日,冷家驥與孫學仕等以“鋪捐”問題為由在北平第一舞台組織集會,參加者近 3,000 人。 就在市黨

部民訓會代表發表講話期間,有人喊出了“打倒國民黨”、“打倒北平特别市黨部”等口號。 市黨部

認為,此種行為是對黨權的公開叫囂與挑釁,“若不嚴行懲辦,則黨且不存,黨權何有?”於是呈請平

津衛戍司令部、北平警備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要求逮捕處死冷家驥、孫學仕等,“以遏亂萌,而
維黨權”,同時向中央黨部申訴。􀃊􀁊􀁒北平五大民眾團體代表也匯集市政府,聯合向北平市長何其鞏提

交公函,要求逮捕冷家驥,“似此反革命行為,乃國民之公敵,革命之障礙,務懇我市長予以逮捕,並
没收其財產,為黨國除害”。􀃊􀁊􀁓中央黨部與北平市政府對此事件相互推諉,前者電覆北平市黨部,表
示已轉令國民政府查辦此事。 而何其鞏向中央報告,謂係“黨部誤會”。 20 日,何其鞏對五大團體

的上述要求明確表態:“此案業已令行社會、公安兩局,徹查真相,以憑處置。 所有逮捕治罪各節,
事屬法律範圍,非本府職權所及,應俟查覆後,依法辦理”􀃊􀁊􀁔。 市黨部為此只能一方面繼續向中央黨

部申訴,“催國府從速懲辦”;另一方面致函何其鞏,“説明此事絶非誤會,請其明白答覆”􀃊􀁊􀁕。 1929

年 2 月中央特派黨務專員向道來到北平考察黨務,北平市黨部仍反映冷、孫一案,“冷家驥、孫學

仕,反動有據,現仍把持總商會,請中央查明嚴辦”。 向道“允一一照辦”􀃊􀁊􀁖。 如此處理,最終還是不

了了之。 冷家驥與孫學仕二人則暫避風頭,在 1929 年初的總商會改組中,仍當選為常委。
經費問題也一直困擾著市黨部。 建立之初,每月經費需七八千元,主要依靠中央黨部以及北平

市政府支持,但經常出現遲滯,影響到日常工作的正常運轉。 市黨部雖曾一再電請中央增加,並希

望能確定黨費獨立原則,但無濟於事。 據天津《益世報》載:“北平市黨部因經費竭蹶,工作困難,特
備公函致市政府,請其暫撥經費一萬元,以備急需,市政府尚無具體答覆”􀃊􀁊􀁗。 《申報》也報導:“平
市黨部僅兩月前中央發過萬元。 近來環境對黨部儼同經濟封鎖一般,故人員枵腹工作,没精打采,
一部辭職人員亦為窮而走”􀃊􀁊􀁘。 北平市黨部需要經常聯繫中央黨部,催促經費按月撥發。􀃊􀁊􀁙中央財委

會議明確表示,“平市指委呈請增加經費不准”􀃊􀁊􀁚。
從 1929 年 2 月到 4 月,中央黨部僅向北平市黨部匯入四千元,“惟與各區黨部區分部,及民眾

團體工作費,預算相差尚鉅,兼之五月内各項紀念頗多,需費尤鉅,四千元决難分配”􀃊􀁊􀁛。 甚至北平

黨部因經費問題無法派人赴南京參加總理奉安大典,“總理奉移前,黨部原派代表五人赴京參加奉

安大典,但因路費無著,曾一再電請中央撥款,亦未得覆。 嗣向平津衛戍司令部暫借千元,作赴京旅

費,而該部覆以財政支絀,拒絶請求,該代表等因此未能離平”。􀃊􀁋􀁒

由於經費拮據,北平市黨部曾借得小批款項發給本部職員,以維持各區黨部及各團體正常運

行。 但因“支配不及,至引起民訓、婦協、學聯、商協、總工五團體之不滿,并聯名請願”,市黨部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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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是組織查賬委員會對賬目進行清查。􀃊􀁋􀁓按照相關規定,北平市黨部每月可領 13,000 元至 16,000

元,但事實上每月只領到 10,000 元左右。􀃊􀁋􀁔幾個月之後,黨部經費仍未有明顯改善,“北平市指委會

前以經費支絀,工作進行頗感困難,而前指委會所欠經費,迄未由中央撥發,因而前停職工作人員有

索薪之舉,日前曾連電中央,請求增加經費,並補撥前欠指委會經費,以便分配”。􀃊􀁋􀁕

中央黨部雖無力解决北平市黨部的經費問題,但也並非放任自流,“北平市黨部已數月未接中

央指示工作之電報,黨部預算,呈報累月,迄未批下,最近區黨部成立,亦未撥給若干經費。 然其注

意北方之黨務,則適相反,北平市指委谷正鼎、許超遠先後奉召入京,埀詢頗詳。 最近因保定學生會

刊物中有打倒西山會議派之口號,省黨部曾得中央嚴令申誡,可見中央對北方黨務,並非忽視。”􀃊􀁋􀁖

中央不能有效回應北平市黨部的正常訴求,又試圖加強對市黨部的干預。 北平市黨部原本具有很

強的地方色彩,與中央淵源不深,關係疏離,先後因黨員登記以及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人選

問題爆發風潮,對抗中央。 南京方面對此早有不滿,從 1928 年底到 1929 年 5 月,蔣介石採取行動,
通過幾次調撤指委,徹底改組北平市黨部領導層,將地方黨權收歸中央。 相對以往,北平市黨部與

中央聯繫日益緊密,但仍然無法扭轉黨務在北平地方政治體系中的“懸浮”狀態,更無法改變黨部

境遇不佳的事實。

二、“辦黨者”與“辦政者”

1928 年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全國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黨政雙軌的權力運行體制。
這種體制在中央表現為“以黨統政”,國民黨中央直接領導國民政府;在地方則表現為“以黨監政”。
地方黨部向中央黨部負責,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垂直領導。 蔣介石就指出:“本黨對於國民政府,
係以整個的黨指導監督整個的政府,非横斷的以各級黨部指導監督各該同級政府。”􀃊􀁋􀁗在這種“黨政

雙軌”體系中,地方黨部與政府之間是平行關係,黨政分開,互不隸屬,互有分工。􀃊􀁋􀁘因此,在國民政

府的行政體制下,出現了“辦黨者”與“辦政者”的職能劃分與角色定位。
國民黨雖然強調黨政平行,彼此監督,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往往容易出現變形。 黨政雙方如何

合理確立自身的職能邊界,如何分享權力,如何更好地適應各地不同的政治情形,是一個很大的考

驗。 中央層面,“黨政雙軌”尚可在形式上保持;但在地方層面,很多時候無法體現這一制度設計的

初衷。 而對於北平這類由地方實力派掌權的國民黨統治的非核心區域,受各類因素叠加的影響,使
得“辦黨者”與“辦政者”的關係呈現更加複雜的面相。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的北平,黨政軍犬牙交錯,各種勢力相互纏結,市黨部不僅要處理與北

平市政府的關係,還受到北平政治分會、京津衛戍司令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司令部等機構的制約,
在權力的縫隙之中閃躲、騰挪、游走,受到的外部壓制力量也更多,在北平的行政格局中處於弱勢地

位。 國民政府委員周震鱗在北平某校演説時公開聲稱:“我不知有市黨部,只知服從國府首領”。
市黨部對此頗感無奈,只能在口頭上進行回擊,指責其作為老同志,覺悟不高,别無他法。􀃊􀁋􀁙

由於未被賦予實際的行政職能,市黨部僅能利用民眾訓練委員會控制的工農學商婦幾大民眾

團體,大力發動民眾運動,為自身謀求更大的政治利益與空間。 當時黨部内部最活躍的就是民訓

會,“訓練一事,在敝部實為最要之圖”􀃊􀁋􀁚。 《北平市黨部民訓會之宣言》宣稱:“革命不能離開民眾,
革命運動亦不能離開民眾運動,只要我們繼續不斷的去革命,就要繼續不斷的去做民眾運動。”􀃊􀁋􀁛自

本年六月中旬起,市黨部派出民訓會委員李樂三等人,向工人宣傳革命思想,由黨部向各民眾團體

核發許可證,電車、電燈、電話、電報等行業工會相繼成立。􀃊􀁌􀁒1928 年 7 月 4 日,在民眾訓練委員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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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下,北平市總工會成立。
市黨部利用總工會將工人群體組織起來,一方面向政府爭取權益,同時借此凸顯自身的存在

感。 據報導,“北平市黨部自成立以來,對於黨務異常努力,所指導之總工會,久已成立,内分三十

六分會,會員達三萬餘人,會内工作尚未積極進行,現由市黨部組織訓練班,每日下午七時至九時,
將政治黨義黨識詳加解釋,使對於黨義方面,有深刻之瞭解,定一月畢業。 畢業後,分送各分會工

作。 至關於工人及廠主店東利益,亦極注意,不使何方受意外損失。”􀃊􀁌􀁓這也是北平民眾運動持續高

漲的重要幕後推手。
不過,此時國民黨中央的民眾運動政策正在經歷調整。 國民革命時期,大力發動民眾運動是國

民黨開展“革命”的重要動員方式。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國民黨撤銷工人、農民、商人、青年、婦
女五部,改設民眾訓練部,政策與態度已經發生轉向。􀃊􀁌􀁔國民黨二届四中全會通過了“暫停一切民眾

運動”的决議,盡管二届五中全會對此有所調整,但也強調民眾團體必須受國民黨黨部的指導以及

國民政府的監督。􀃊􀁌􀁕總體而言,國民黨的民眾運動政策不斷收縮,這樣一種宏觀背景對於北平市黨

部領導的民眾工作並不利。
北平市黨部通過各工會推進民眾運動,導致工潮頻發,對地方經濟與社會秩序衝擊不小,尤其

是一些有共產黨嫌疑的人物參與其中,引發警惕。 白崇禧就注意到,“現北平各種工會,近日紛紛

成立,最近且有與地方人民及機關人員衝突之事,登載報端”。 為此,他向北平政治分會提案,要求

電陳中央,“停止容共時之民眾運動方案”。􀃊􀁌􀁖當時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等人都在北平,“因所商要

事甚多,未遑及此,以致遷延”。 不過,北平工會組織越來越多,民眾運動規模不斷擴大,“風聲所

播,市民疑怕,富室紛徙,若再長此蔓延,竊恐一旦爆發,為禍之烈,將更甚於粤漢”。 白崇禧繼續聯

合各方人物與閻錫山“商洽”,1928 年 8 月 16 日,京津衛戍司令部以“二三黨部人員,蠱惑工人,成
立種種工會,煽動階級鬥爭”為理由,勒令平津已成立之工會“暫行解散”,“其中一二人,有共黨嫌

疑者,或將嚴厲處置”。􀃊􀁌􀁗當局甚至計劃逮捕市黨部李樂山、谷正鼎二人,這相當於直接向黨部“宣
戰”,完全不顧及國民黨官方對黨務與政務的相關規定。 不過他們二人提前得到風聲而出走了。

面對各工會即將被解散的事實,北平市黨部的弱勢地位再次顯露無疑。 他們只是電呈中央黨

部請示應對辦法,同時表示對北平地方當局决不反抗。􀃊􀁌􀁘北平警備司令張蔭梧以及京津衛戍司令部

參謀長朱綬光也都主張採取和緩方式。 因此,自 17 日起,北平郵政、電車、電話、糞夫、水夫等工會

均能“和平”封閉。 盡管市黨部並不甘心於此,但也没有其它辦法,只能是對外發表宣言。 其中内

容,並非將矛頭直接指向解散各工會的軍警當局,而是針對當時社會上飛揚的各種“謡言”進行的

自我“申辯”:“我們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係根據中央的命令及中央特派員的監督,不是非法的舉

動”;“我們都是中央委派而來,在中央委派之先,是曾經過很鄭重的考慮和調查,所以直接説我們

是共產黨,間接就是不信任中央的任命,直接侮辱我們的人格,間接就是蔑視中央的威信。”􀃊􀁌􀁙

北平市黨部原本就四面受敵,僅能抓住民眾運動這個幾乎是唯一的可以藉助的“抓手”。 但當

國民黨中央對民眾運動政策進行收縮,黨部僅有的政治資源被稀釋,政治地位也進一步滑落。 此時

一位北平的國民黨人已經預感到:“秘密時代,和軍閥奮鬥的文章,我們算勉強交了卷。 現在公開

了,但是恐怕公開以後的工作,比秘密時代還難,那就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擔任的了。”􀃊􀁌􀁚

如果把觀察的範圍從這一時期的北平一地擴展到更廣泛的區域,“辦黨者”與“辦政者”之間,
隔膜與衝突幾乎是常態,黨政糾紛很普遍,只是程度深淺不一。 如同孫科所言,“各省省黨部,各縣

縣黨部,没有一個黨部不是和同級政府不發生糾紛,不過多少而已”。􀃊􀁌􀁛胡漢民對此一直非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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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概括説:“我們眼裡看到這種情形已經很久了。 在黨部一方面的人,以為政治機關的人大都是

腐化分子。 同時政治機關的人卻以為黨部已經惡化。 進一步,辦黨的人便以為非把行政當局攻擊

一下,甚至對於行政障礙一下,不足以表示黨權之高,黨員之努力。 而行政者又以為若不極端反對

辦黨者的言行,即將受制於黨人,不能辦一件事,而且有漸趨於惡化的危險,便不能負地方治安的責

任。 這麽一來,一面腐化,一面惡化;互相齟齬軋轢,永遠冰炭水火。 到底哪個是腐化? 哪個是惡

化? 誰都弄得莫名其妙!”􀃊􀁍􀁒主要從事黨務工作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曾養甫也有類似的描述:“政
府時憤黨部之干涉牽制,尚空言而不負責任,黨部則時詬政府之拘陳腐朽,背主義而不肯革新,其甚

者,意氣相爭,權術相尚,官治與黨治,遂如水火之不能相容”。􀃊􀁍􀁓

不管是國民黨直接掌控的區域,還是地方實力派控制的所謂“邊緣”區域,黨政關係都呈現出

相似的特徵,這就不得不回溯到一個帶有根本性的結構問題,即國民黨政權“黨政雙軌”的制度設

計。 實際上,如何合理界定黨政關係的邊界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國民黨一直處在探索過程中。
在國民黨的制度規定中,地方黨部的職能主要包括發展黨員,對民眾進行宣傳、教育、訓練等,

不能干涉行政,“黨部斷斷不能干預行政,因為干預行政,政府、黨部就變成了雙重衙門。 黨部的責

任,只在深入民間,去指示人民,領導人民,以輔助政府之所不及!”􀃊􀁍􀁔但在執行過程中,上述想法有

點理想化,實際情况是,由於各種因素的干擾,黨政邊界經常被跨越,“辦黨者”與“辦政者”經常出

軌越界。 各地黨部無法克服擴展爭取生存權力的本能,往往越界去試圖參與行政、干預行政,“不
認識黨部與政府間的分際,致成黨政間的爭執與糾紛”,地方長官壓制黨務之事也時有發生。􀃊􀁍􀁕

1928 年 9 月,北平市黨部專門發布通電:“查黨務工作人員,係奉鈞會命令,到各處工作,其奮

鬥猛勇之精神,當足引起各方之誤會,故近來各地軍政當局,干涉黨務之事,時見不鮮,甚至對於黨

務工作人員,加以侮辱或驅逐,於是本黨之尊嚴墮落,而黨務工作人員,不克安心工作,殊於黨務之

進行大有滯礙。 謹祈通令全國各機關,對於黨務工作人員,切實加以保障,庶始可達以黨建國以黨

治國之本旨”。􀃊􀁍􀁖北平市黨部經常向中央申訴與求助,希望給予黨務工作人員保障。 不過,中央黨部

原本就與北平市黨部淵源不深,關係不睦,同時也無權干涉地方行政,因此往往敷衍了事,無力充當

後盾。 不僅如此,南京中央還發布命令:“各省市黨部如有意見,應呈報中央聽候採擇,不得擅布主

張或竟襲共產黨故伎,挑撥離間。 嗣後如有擅布主張及挑撥行動,即從嚴懲處。”􀃊􀁍􀁗

面對強勢的地方政府與軍隊的壓制,“辦黨者”試圖高揚“黨權”旗幟與之對抗。 當時流行一句

口號“黨權高於一切”,一些黨員對此加以有意曲解與利用。 胡漢民特别提到了這一現象:“現在有

一班同志,誤解了‘黨權高於一切’的一句話,以為單獨黨員也能代表全黨,自己既是黨員,自己的

權柄就高於一切了,於是一和民眾接觸,惟恐民眾不曉得他,不尊重他,有高於一切的權柄,馬上千

方百計的擺起黨員的架子,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幾乎都表示出與眾不同的黨氣,攪得現在内地有所

謂‘黨老爺’一個壞名詞出來。”􀃊􀁍􀁘實際上,此處的“黨權”特指“中央黨權”,即國民政府由國民黨中

央直接領導,對於地方黨部而言,“黨權高於一切”並不意味“黨部高於一切”。 另一方面,對於“黨
權高於一切”的説法,很多地方政府並不買賬,“許多腐化惡化分子恃著種種特殊勢力,對於黨部表

露種種鄙視”,而一些黨部中人“想行使黨的權而又找不出什麽良好方法,於是或者唯唯諾諾,自淪

於附庸,或者不顧一切,胡亂叫囂,致一般腐化分子更有藉口,瞧不起黨”。􀃊􀁍􀁙

對於“以黨治國”口號,同樣存在這一現象。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葉楚傖在一次演講中

提到:“一般黨員的心目中,都以為我是黨員我就是治國的,全國幾十萬黨員,遂成功了幾十萬的治

國平天下的大好佬。 做了黨員,就有支配權,黨與政治之糾紛,在此就種了毒不可救藥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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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也評論説,一些人認為既然中央黨部是專門指導中央政府的機關,中央政府受中央黨部指

揮,那麽,省政府也同樣要接受省黨部的指揮。 很多地方黨部與政府的糾紛就來自這種“誤解”與
“成見”,“不是省政府的人員想操縱省黨部,便是省黨部的人員想操縱省政府”。􀃊􀁍􀁛

實際上,在孫中山那裡,所謂“以黨治國”即以“主義”治國,而非以“黨員”治國。􀃊􀁎􀁒蔣介石進一

步明確了“主義”即三民主義。 他非常推崇“主義”的作用,強調三民主義是中國的中心思想,甚至

將“主義”凌駕於領袖個人之上。􀃊􀁎􀁓1928 年 7 月,白崇禧在北平市長何其鞏的就職典禮上發表講話,
曾有“造成一個黨治的市政府”的表述。 不過,這種説法並非特指市政府要聽命於黨部,而是強調

北平市政府應以三民主義作指導思想,“市政府用人,均須能明了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以及總理遺

訓,非有較深之認識與信仰不可,各職須用最大努力奉行主義,登用人員,當以人才為標準”。􀃊􀁎􀁔

黨政之間,本不易區分,國民黨方面從制度設計上對黨政之間劃定了比較明晰的邊界,反而疏

遠了二者的關係,“做黨務工作的人,每以辦黨自限;做政治工作的人,又每以行政自限。 彼此劃了

界綫,分了畛域,久而久之,彼此間便發生了裂痕,甚至弄到彼此不相容的地步”。􀃊􀁎􀁕胡漢民後來總結

説:“黨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有些同志也看錯了:他們以為我們是黨員,你們在政府的人,無論如

何,總應該受我們指導。 政府的人不受指導,或真有什麽不合,黨部中人便憤憤然地説:‘應該對付

他一下!’這樣一做,在黨員方面,實在是自己把自己拖到黨外去了。 因為政是黨治下的政,如有不

合,黨也只應共同研究改進,斷没有和外人一樣,彼此對付起來的道理。”􀃊􀁎􀁖

黨政雙軌體制不能完全解釋北平“辦黨者”與“辦政者”的矛盾根源。 相比於其它一些地方,北
平多元的權力結構使得雙方的關係更加複雜。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閻錫山集北平各項權力於

一身,不僅市黨部無法插足,即使中央政府也無法直接染指。 閻氏兼任平津衛戍總司令,市政府各

局官員也多由閻系人馬充任,北平警備司令張蔭梧、公安局長趙以寬、社會局長趙正平都屬閻的老

部下,幾乎全面掌控了北平的行政系統。 另一親信商震則擔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北平一地的主要軍

政負責人成為蔣介石與閻錫山交換的政治籌碼。 只有馮玉祥系的何其鞏出任北平市長,但在閻系

的夾擊中無法施展,後來被迫退出。􀃊􀁎􀁗在這種局面下,北平的黨務與政務呈現出一種相互對立的二

元結構,名義上隸屬中央黨部的北平市黨部與閻錫山實際控制下的市政府共存。 掌握地方行政權

的市政府是強勢一方,市黨部大多數情况下需要依附於政,求助於政,監督之責,形同虚設。 北平政

務甚至不受中央管制,更何談甘心接受地方黨部的監督。
在這種情况下,北平的黨政關係已經不能簡單套用國民黨中央的相關紙面規定,很大程度上還

取决於蔣介石與閻錫山關係的變化,由此帶來了諸多變數。 雙方雖能暫時維持表面一致,但也暗藏

洶湧。 由於北平市黨部主要負責人並非蔣之嫡系,且多有反抗中央之舉,從閻錫山的立場出發,雖
對黨部的很多做法表示不滿,但他並不甘心成為蔣介石整頓北方黨務的工具,不僅未加強力干涉,
反而挾此自重,以便向中央索要更多政治籌碼。 因此,北平市政府雖佔據強勢地位,但對黨部也常

持遷就態度,由此呈現出來的黨政關係一直處於動態變化之中。􀃊􀁎􀁘可以説,相對於江浙等國民黨統

治的核心區域,北平市黨部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受到的干擾因素也更多。
1928 年 12 月,南京中央一紙命令,調撤北平市黨部全部指委,蔣介石邀請閻錫山、商震等地方

實權人物加入,兼任黨部委員。 對此,北平市黨部一片反對之聲,閻錫山、商震等人態度曖昧,加之

時間緊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即,此次黨部改組未能實現,黨務也陷入停頓狀態達

半年之久。 直至 1929 年 6 月初,新指委才全部上任。 在就職儀式上,河北省政府代表崔敬伯表示:
“在過去的黨務不能讓吾人滿意,皆由於政府與黨部不能一致,甚至黨的自身,有時亦不能一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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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由諸指委宣誓就職之日起,要創造一個新的局面。”􀃊􀁎􀁙

雖然國民黨中央也不斷採取措施,希望化解黨政之間的隔閡與衝突,但效果並不明顯,這種黨

政對立不是短時期内可以糾正的。 1930 年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聯合馮玉祥、汪精衛等人在北平

再立中央,另立黨統。 北平市黨部被關閉,南京國民黨中央在華北的基層組織滲透再遭中斷。 中原

大戰之後,北平市長胡若愚、平津衛戍司令于學忠等都擔任了黨務整理委員。 在訓政體制下,黨不

能干政,黨部也不能向政府方面輸送人員,行政人員卻可以進入黨部,兼管黨務,黨部的主體性地位

不斷被蠶食,黨務淪為政務的附庸。

三、新青年與舊官僚

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北平的黨政之爭既源自黨政雙軌的制度造成的結構性矛盾,也與新青年與

舊官僚的代際差異密切相關。
北平黨務公開之後,市黨部多為國民革命時期新加入的年輕黨員,九位指委大部分都是學生。

據 1929 年 8 月的統計數據,合格黨員總人數為 1,770 人,其中男性佔 93.9% ,女性佔 6.1% ,二十至

三十歲年齡段者佔 76% ;職業以學生為最多,佔全數 51% ,其中,受過高等教育者超過全數 60% 。
從職業統計上看,黨員中的學生比例為 51% ,超過黨務、司法、行政、教育、警務、政訓、軍官、士兵、
農人、工人、商人、醫界、報界、郵務、鐵路等的總和。 在北平市黨部最初產生的九位指導委員中,除
馬洗繁為政法大學教授外,其餘 8 人均為北京各高校在校學生,後來加入的谷正鼎也剛於 1927 年

8 月在莫斯科畢業後回國不久。􀃊􀁎􀁚 另一方面,黨員黨齡普遍偏短,1924 年之前入黨的黨員只佔 8.

98% ,而在 1925 年入黨者佔 18% ,1926 年入黨者佔 40.7% ,1927 年入黨者為 30.4% 。 從這一數據

可知國民革命時期是國民黨在北京迅速擴張的時期。􀃊􀁎􀁛

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在北京的發展就呈現出鮮明的“左派”特徵,北伐結束後一位國民黨員

評論説:“北方黨務,在未清黨以前,完全很顯然的為共產黨所操縱把持,這是無論黨員與非黨員都

知道的。 當時共產黨一只手把持著國民黨的黨務,一只手還要發展共產黨的黨務,加以李大釗暗中

的運用與指揮,所以弄到北方成為共產黨擴大的活動中心了。 工人中的覺悟分子,青年中的覺悟分

子,以及黨内的優秀分子,過半是被他們(共產黨)吸收以去。”􀃊􀁏􀁒

在 1927 年的“清黨”中,相較於長江以南,北方地區的共產黨遭受損失較小,左派受到的衝擊

偏弱,“本黨清黨,其實只清到長江以南,長江以北的黨,並未清到;尤其是北方的黨,簡直是清黨的

風聲,都未傳到……不過共產黨的黨務,由公開的發展而變為秘密的罷了”。 在當時很多人的認知

中,國民黨與共產黨很難區分,“一只手拿著國民黨的黨證,一只手拿著共產黨的傳單”,“午後四點

列席國民黨的區分部會議,午後十時又參加共產黨的會議”,令人無從分辨,無法查驗。􀃊􀁏􀁓因此,共產

黨以及國民黨的“左派”力量在北方得以較多保存,這也為後來北平市黨部的組織構成與行為模式

埋下了伏筆。
南京國民政府對北平確立統治之後,國民黨從“地下黨”變成執政黨,但北平市黨部無法完全

擺脱中共的痕迹與影響,與共產黨仍有“混淆”,擔任指委的個别人也被認為有共產黨的嫌疑。 同

時在政治理念與行為模式上,市黨部的風格仍以“打倒”為主,與社會上普遍認知的“共產派”有很

大的相似特徵,甚至被扣上了“準共產黨”的頭冠。􀃊􀁏􀁔上海《先導月刊》就指出:“北平市黨部指導委

員人選……其中有大學甫卒業者,有尚未在中學卒業者,有從前共產黨員。 這並非信口雌黄,有俄

使館之文件作證,至今連名姓都還没改”。􀃊􀁏􀁕“最荒謬者,北平某指委在反日大會演詞中,竟謂本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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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敵人,為西山會議派與無政府主義派,至共黨則不與焉,此誠幼稚滑稽之極者也。”􀃊􀁏􀁖

北平市黨部多為年輕黨員,參加“革命”不久,資歷不深,血氣方剛,無論是在政治理念還是行

為模式上,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社會輿論常見對年輕黨員行事“輕率”、“操切”、“躁進”的批評。
《順天時報》當時報導:“從來北方各黨部之指導員,皆為毫無閲歷之青年學子,以故辦理黨務,不知

注意對内對外的見地,一味勇氣是逞,致常有越軌行動,一再有使政府自身陷於非常苦境之事”;
“從來北方各黨部,非但不服從中央黨部命令,而且暗中活躍,密謀推倒現政府”。􀃊􀁏􀁗《申報》則評論:
“(北平)市指委會為青年的,其不妥協之精神有足多者。 然同時工作方面,亦不免有忽略之處。”􀃊􀁏􀁘

《先導月刊》還列舉了兩則事例:
其作事之幼稚輕躁,聊舉二事證之:(一)第四集團政訓部,因初到北平,鑑於社會上

毫無改革後之氣象,乃發起擴大總理紀念週,舉行於中山公園,冀以鼓勵民氣,不意黨部大

吃其醋,以為自己的獨角好戲,不應叫别人來代唱,乃暗中誹謗她干涉黨務,明地又在北海

公園,發起同樣之擴大總理紀念週以相扺抗。 (二)因某要人來平發起之歡迎大會,名稱

為“北平各界歡迎革命同志慶祝北伐勝利大會”,但是出錢的義務,確是各界,而大會的主

持者,完全為市黨部某某等數人,一手包辦。 最可笑者,大會刊印一切之標語傳單等,落款

則非“北平各界……”,而為“北平市黨部”一界。 至結束時,群起反對,不承認此項印刷費

用,幾經疏通,始未釀出風波。􀃊􀁏􀁙

這種情况不只發生在北平,在全國範圍内當時流傳一種説法:“凡行政人員皆老成,凡辦黨同志皆

幼稚”。􀃊􀁏􀁚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之初,在京生活的一位北洋舊人黄尊三來到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納凉,
聽聞隔座一人大發論議:“謂國民黨中年以上之人,大家均忙於做官發財,黨務奔走乃委之青年稚

子,如是欲以黨權支配軍人官吏,如以稚子支配大人,是何可能?”􀃊􀁏􀁛對此,時任北平政治分會秘書長

王用賓曾提出一個解决方案“以老同志辦黨,新同志做官”。􀃊􀁐􀁒不過,這一設想很難實現。
與黨部的“新青年”相比,北平市政府是在原京都市政公所、京師警察廳等基礎上改組而成,多

由閻系人馬掌舵,尤其是一批北洋“舊官僚”,考慮到“飯碗”問題,競相投入新政權,“北方甫經易

幟,庶政停頓,失職之政客文人不下三兩萬人,均欲乘此革命方終、訓政開始時,謀一位置,魚龍漫

衍,極盡鑽營之能事。”􀃊􀁐􀁓這批“舊官僚”歷經宦海沉浮,熟悉地方政情,更注重實用主義。 據曾擔任

國民黨《中央日報》社主筆的雷嘯岑回憶,許多北洋舊官僚“只要填寫一張入黨表,身穿一襲中山

裝,就成為風雲人物,而以國民黨同志自居”。􀃊􀁐􀁔

年輕的市黨部與守成的市政府,新青年與舊官僚之間,構成了一種對立關係,在政治利益、行政

理念等方面都存在代際鴻溝,互相攻擊、互相輕視。 馮玉祥曾在當時的演講中提及:“現在一般人

心理,著長服者與著短服者,年老者與青年,均互不相信任,以致意見紛歧。”􀃊􀁐􀁕京津易幟之初,天津:
《大公報》,曾刊出一篇《舊都新聞見》,内中談到:“新式之投機分子,固然很多,舊式之奔走鑽營,依
然不少。 各重要機關,從早至晚,踵門投刺者,多半為求差覓事之人,或稱為閻商舊屬,或謂為供職

多年,或臨時恭上條陳,或高呼有權生活”。 對於這些人物,閻錫山久歷官場,“尚能相當敷衍”,而
白崇禧作為一“嶄新人物”,“殊以接見此輩客人為苦”,見過一次之後,“决不願再見第二次”。􀃊􀁐􀁖

1928 年 7 月,北平市黨部曾通電反對啟用舊官僚,通緝熊希齡等人。􀃊􀁐􀁗

新青年與舊官僚之爭的一個焦點是政治理念。 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在北平處於地下或半

地下狀態,嚴苛的政治環境决定了兩黨的政治基因帶有普遍的激進主義。 國民黨的統治在北平確

立之後,實際權力被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把控,對黨部成員來説,很難有作為“執政黨”的自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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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革命尚未成功”對於他們來説,不是一個高遠的口號,而是一個“事實”。 因此,他們的工作原

則仍堅持以“破壞”與“打倒”為主。 他們認為,國民黨作為“革命者”,不應存苟安心理,需要不斷

改革、進步,不斷刷新政治,對於舊政治,應先打倒,再建設。 他們不斷發出警告,避免重蹈辛亥革命

失敗的覆轍。􀃊􀁐􀁘市黨部民訓會發表的宣言強調:“努力奮發,不顧一切惡化腐化的勢力包圍,大刀闊

斧,一往直前,將民眾運動做到紀律化、革命化,有基本的組織,有基本的訓練,轟轟烈烈,在北平開

一個民眾的新紀元”。 市黨部主辦的《北平民眾》列舉國民黨的敵人包括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

吏、土豪劣紳、買辦階級、跨黨分子、投機分子、共產黨、無政府黨、西山會議派、國家主義派、遺老派、
立憲派、聯省自治派、政學系、交通系、研究系、安福系、外交系以及國民黨黨内外的各種小組織。􀃊􀁐􀁙

如果按照上述認定標準,幾乎所有的既存政治勢力都是被“打倒”的對象。
從國民黨的立場出發,當時正在經歷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型,在執政理念以及運行方式上必

然發生相應變化。 在 1928 年 11 月舉行的紀念總理誕辰大會上,北平特别市黨務指導委員會谷正

鼎主張“遵照總理當年不妥協大無畏精神”,“宜用打倒滿清之手段打倒官僚,以鏟除共產黨、帝國

主義、軍閥之方法,來鏟除腐化分子”,從而達到實現總理遺志的目的。 同在這次集會上,北平政治

分會主席張繼則闡明了與谷正鼎相反的一種革命態度與方式,即用“建設”與“博愛”代替“打倒”
與“破壞”,在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指導下,“用總理真正的方法,以實現總理的主義”。􀃊􀁐􀁚

谷、張兩人在同一場合的演講中所表達的不同立場與政治主張實際上並不僅僅是兩個個體之

間的區别,更是國民黨内新青年與老同志的代際分歧的直接交鋒。 之後不久,張繼再次表示,“現
北平有一習尚,動曰打倒某某,反對某某”,他批評這是“共產黨”的方法,宣稱他本人“只問主義是

否三民主義,理論是否國民黨的理論”。􀃊􀁐􀁛在 1929 年 3 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國
民黨中央明確宣稱,以前搞的是“革命之破壞”,今後要搞“革命之建設”。􀃊􀁑􀁒

代際之爭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不管是北平市政府與市黨部,還是國民黨内的新青年與舊官僚,
雙方都有各自需要正視的問題。 1929 年 1 月,商震在與日本記者談及北平新指委人選時,將當時

的國民黨内部分為新舊二派:“新派皆年少氣鋭,徒走於理想,而漠視社會實情,往往操之急切,致
使一般國民誤會國民黨之真價值,甚或令人疑國民黨亦有苦民越範之舉動。 至於所謂舊派,則皆老

成持重,穩健和平,往往令人稱為有從來軍閥之氣味。 余於新派之不顧實際,操之急切之作法,固所

反對,而於舊派之平和辦法,雖表同感,如過於退要,令人疑有類軍閥氣味之辦法,亦所不能贊

同。”􀃊􀁑􀁓幾個月後,北平警備司令張蔭梧在商震、尚武就任北平市指委的典禮上也講過一段類似

的話:
現在我國有兩種病態:青年人與老年人,在野者與在位者,辦黨者與執政者,態度不

同,主張各異。 詳言之,一方太注重事實,太不革命,甚至開倒車;一方則高離事實太遠,專
唱高調。 余以為,青年及在野者,須注重事實,須有向心力;執政者,須接受青年的理論,須
有離心力,然後兩方各能生存,人類始能進化。 故盼本黨同志,以理想為向導,以事實為重

心,與新指委打成一片,努力前進。􀃊􀁑􀁔

1929 年 6 月,蔣介石再次來到北平,對北方黨務的觀感很糟糕,“北平與河北的黨務,歷來是最複雜

最麻煩的”,“去年雖已公開,但因環境的複雜和人材缺乏,處處也表現幼稚和糾紛。”􀃊􀁑􀁕為此,他急調

陳果夫北上。 後來,陳果夫總結北方黨務常常發生糾紛的主要原因時指出,一般青年同志,没有什

麽經驗,“不懂歷史演進的道理,不能依照秩序,常常是想激進,結果是奔得走不通……他們想反對

土豪劣紳,但是有時反被其他土豪劣紳所利用,作他們互相攻擊的工具,這個原因就是他們自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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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穩,學術修養的工夫太差,而且氣量太狹,值不得注意的事,往往而去小題大做”。 在陳氏看

來,正是因有如上缺點,導致北方各下級黨部常常被人用不正確的謡言“摇動”。􀃊􀁑􀁖

後來,陳之邁在《中國政府》中分析認為:“當訓政時期開始之初……許多下級政府的人員還是

軍閥時代遺留下來的官吏,良莠不齊,而在黨部方面朝氣甚盛,求治之心甚急,對於許多下級政府人

員均不能愜意,所以在訓政時期,開始的時候下級黨部與下級政府時常發生直接而往往相當尖鋭的

爭執,甚至於動武,劍拔弩張,各不相讓。”􀃊􀁑􀁗他們都從代際的角度揭示了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各

地黨政糾紛不斷的主要原因。

結　 語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各地政治情勢差異很大,與中央的關係亦有遠有近,有親有疏,但整體

上黨政關係都比較緊張,地方黨部大多處於弱勢,只是在不同區域,黨部權力高低略有不同。 比較

而言,在國民政府統治的核心區如浙江、江蘇、上海等,國民黨的活動時間較長,組織建設相對完善,
一些地方黨組織已經滲入到縣一級,基礎比較穩固,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份量更重,影響力與發言

權也更強。 以上海為例,市黨部有時可以對市政府進行人事方面的滲透,部分黨部人員還可以到市

政府擔任局長等要職。􀃊􀁑􀁘

而在華北、東北以及西南邊疆這些國民黨只實施名義統治的非核心區,軍政大權由地方實力派

把持,他們對外來勢力的侵入保持十足的警覺,對中央權力的滲透始終持抵制態度。 對於北平而

言,情形更加特殊。 作為“舊都”,傳統政治運行的慣性仍然強大,各種機構林立,源自不同政治勢

力而互不統屬,相互獨立,利益不一。 北平市黨部始終處於多方勢力的縫隙與夾擊之中,能够掌握

的行政資源非常有限,無力抗衡地方政、軍勢力,只能通過發動民眾運動爭取政治地位與生存空間,
因此與地方政軍當局經常發生衝突。 當中央取消民眾運動的態度逐漸明朗之後,北平市黨部僅有

的行政資源也被剥奪,失去重要行動抓手,終日坐擁虚位,有名無實,逐漸成為一塊“空置”的招牌。
“虚化”與“弱化”叠加,最終呈現的是難以避免的“邊緣化”。

北平黨部的弱勢,不僅源於“黨政雙軌”的制度設計以及北平地方政治格局中深層次的結構性

矛盾,還與黨政雙方的組織結構、社會基礎等因素相關。 市黨部以年輕黨員為主,大體上屬於“五
四新青年”一代,多在國民革命時期入黨,懷抱革命理想,行政經驗先天不足。 從市黨部自身的發

展脈絡上看,主要脱胎於國民黨在北京秘密狀態時期的地下組織,國民黨在北平成為執政黨之後,
革命環境與任務、目標等均已發生重大變化,但市黨部仍然延續原有的運行方式與行事風格,保持

著較強的激進特徵,與國民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型要求並不合拍。 同時,黨部内部也因派系鬥

爭不斷,一直處於動盪之中。 外部環境與自身問題互相交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抗衡地方當

局的實力。
北平市政府建立之初,主要位置多由閻系人馬把持,具體行政人員多以北洋時期的京都市政公

所與京師警察廳為基礎改組而來,吸收大量北洋舊人,政治手腕豐富,態度偏重“守成”。 黨部新青

年與北洋舊官僚之間在執政理念以及人脈資源上都存在明顯的代際鴻溝,理念上與利益上的衝突

導致行動上的對立,雙方各不相讓,無法兼容,裂痕不斷擴大,最終無法彌合。
黨務與黨權是 1920 年代剛剛傳入中國的新生事物,各方對此的認知還比較淺顯,相關各項制

度也在不斷完善之中。 國民黨在北平的基礎原本就很薄弱,成為執政黨之後,黨部成為北平權力體

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如同一個“闖入的外來者”,並不能被舊都社會接納。 北平市黨部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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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國民黨政權在北平的一個縮影,她只是在名義上確立了統治,但並未能够真正在

北平紮根。 市黨部不僅與中央多有對抗,與地方政府以及軍隊也衝突不斷,與北平社會也格格不

入。 北平民眾對黨務隔膜、冷漠,大多數民眾與黨務難以產生密切關聯。 對於舊都子民而言,他們

始終缺乏對國民黨“主義”的認同與接受,黨務與北平處於割裂狀態,不能有效滲透,國民黨始終無

法擺脱外來政權的色彩。
1930 年中原大戰之後,閻系勢力退出,張學良入駐,北平的權力結構比之先前更加簡化,黨政

關係趨於平緩,但這並不意味著問題得到解决,反而是黨權失墮的結果。 當黨部甘心自我邊緣之

後,黨政衝突確實在淡化。 1935 年《何梅協定》達成之後,國民黨中央勢力全面撤出華北,北平市黨

部的使命也走向終結。 此後一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基本保持著比較鮮明的割據、半獨立色

彩。 而從全國範圍看,各地黨部的持續“走弱”都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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